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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韵律研究近三十年来，尤其是在最近的十几年里得以长足进展。它从一个语

音学里的边缘领域逐渐发展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学科。在这个过程中，声调语

言，尤其是汉语的韵律研究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其主要的发现是，要理解

韵律，必须弄清韵律形式如何编码交际功能，而要了解编码的机制，又必须

澄清表层韵律形式跟底层发音机制的关系。韵律研究还进一步发现，韵律在

语音中几乎是无所不在的，而且音段跟韵律的基本机制并无本质上的差别。

所以对韵律的理解有助于解决语音学里的一些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如音节

和协同发音的本质。韵律研究的最新发现还与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社

会语言学以及历史语言学有密切的关系。最后，韵律研究所采用的实证方法

有可能推广至其他语言学领域。 
 
Abstract 
 

Prosody research has seen vast progress in the past 30 years, especially in the 
recent decade or so. It has evolved from a marginal area to a major discipline in 
phonetics. In this process, the study of prosody in tone languages, particularly in 
Mandarin Chinese, has made critical contributions. The majo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o understand prosody, it is necessary to explicate how prosodic forms 
encode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and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ncoding 
mechanisms requires clear knowledge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surface prosodic 
forms and underlying articulatory mechanisms. It has been further found that 
prosody is ubiquitous in speech, and that the core mechanisms of prosody are no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segments. Therefore, the understanding of prosody is 
instrumental in solving a number of key conundrums in phonetic research, such as 
the nature of the syllable and the essence of coarticulation. The new findings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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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te a close relation between prosody and other areas of linguistics, 
including syntax, semantics, pragmatics, sociolinguistics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Finally, the basic strategy of experimental hypothesis testing extensively used in 
studying prosody should also be applicable to other areas of linguistic research. 

  
[关键词] 
 

交际功能（communicative function），功能优先（function first），形式优先
（ form first），发音机制（articulatory mechanism），音高目标（pitch 
target），目标接近模型（target approximation model），音节时间结构模型
（time structure model of the syllable），功能编码（functional encoding），
分词（ lexical contrast），焦点（focus），焦点后压缩(PFC)（post-focus 
compression (PFC)），话题（ topic），话轮（ turn taking），分界
（demarcation），组合（grouping），句型（sentence modality），语气
（ tone of voice），态度（ attitude），情感（ emotion），实证方法
（experimental hypothesis testing） 
 
 

一、  概论  
 

（一）韵律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韵律并不是一个有严格定义的概念。一般说来，它泛指一切超音段(suprasegmental)

的语音现象，包括音高、音强、音长以及嗓音型。但实际上，韵律跟音段所涵盖的范围有

很多相同之处。一方面，跟元、辅音一样，声调是用来区别词义的，但声调常常被归到韵

律里。另一方面， 许多所谓的音段现象，实质上是韵律现象，如许多元、辅音频谱特性
的变异，共振峰走向的动态特征，如下面所介绍的，离开韵律不可能得到充分理解。所

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几乎任何超出用于分词的音段对立的现象都可以是韵律研究的对

象。 
 

（二）  功能优先与形式优先  
 

在最近30年的韵律研究研究中，争论最激烈的一个理论问题就是形式与功能谁优
先。形式与功能之争本是语言学里至今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在语法领域里，自从1957年
Chomsky出版《句法结构》一书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以他为代表的形式学派。该派
认为语言的核心是一套形式规则，而交际功能则是语言核心之外的。与之相对的是功能学

派，他们认为交际功能是语言的核心，语言的形式来自于功能(Bresnan, 2991; Firth, 1957; 
Foley & Van Valin, 1984; Halliday, 1985)。形式学派在语言学里的主导地位也给现代音系学



带来很大优势。从生成音系学，到自主音段音系学，到优选论，音系形式都被视为语音的

核心。交际意义与语音实现都被认为对音系形式和规则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样，这种认

识也主导了有关语言韵律的理论。例如Goldsmith (1976) 提出的自主音段音系学，由
Pierrehumbert (1980)、 Ladd (1996)、Guessenhoven (2004) 等人发展的语调音系学 
(intonational phonology), 都是以形式为核心的。Pierrehumbert (1980: p. 59) 便明确说明, “在
已有文献里，判断哪些语调模式在语言学上相互区别，哪些是同一模式的变体，有两种方

法。一种是根据观察到的F0曲线特征，归纳出一个音系学表达体系；该体系归纳出来之
后，下一步再比较这些音系学区别模式的用途。与之相反的方法是，首先辨识不同语调模

式是转达相同还是不同的意义；然后再建立一个音系学体系，其中给相同的意义赋予同一

底层表达形式，给不同的意义赋予不同的表达形式。… 本论文采取的是第一种方法，并
且只限于第一种方法的第一步。”（我的加重)1 这大概是形式优先最明确的表述了。重要
的是，整个语调音系学以及由其衍生的，现已被广泛应用的ToBI标注体系，都是建立在
由这种形式归纳法得出的描述性语调成分之上的。 

很少有人注意到，语调音系学的思路实际上已经偏离了语言学上普遍接受的音位原

则。那就是，考察一个语言的语音系统，要先确立哪些语音差别是能分词辨义的，哪些差

别无关紧要。那些能分词辨义的差别就叫音位差别。例如，在英语里[f]/[v] 之差可以将 
“ferry” 和 “very” 这两个词区别开来，所以这两个辅音在英语里就被认为是不同的音位。
相反，英语里的 /r/ 有许多变体，如 [®], [R] 甚至 [R]。它们在形式上的差别也是很明显
的，但因为不区别词，就被认为是同一音位的不同变体。在这两个例子里，一个音的音位

归属决定于它是否分词辨义，所以是由功能而不只是全靠形式来决定的。而且因为功能在

形式之外，所以这样的定义是非循环性的。音位是现代语言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个发

现，给语言学带来了长足进步。但是，现代音系学对形式的强调使人们产生这样的印象：

语音单元的确立和变换可以完全独立于意义。所以语调音系学可以几乎完全基于形式就建

立起一套完整的语调体系。而且，即使后来曾试图考察这个已经成型的体系跟意义如何对

应 (Pierrehumbert & Hirschberg, 1990)，也没有给这个已经确立好的体系带来任何结构上的
变动。 

与形式优先相对应的是功能优先或至少是注重功能的理论。在韵律研究里，对交际

功能的考虑一直占有一定的地位，多种注重功能的理论也一再出现。这些理论大多是自成

体系，而且每一个都似乎是有关韵律的整体理论。但实际上，每一个理论都只涵盖了韵律

功能的一小部分，而且各个理论所涉及的功能有许多重叠之处。言语行为 (Speech act) 理
                                                

1 “In the literature, one can distinguish two approaches towards the problem of establishing 
which intonation patterns are linguistically distinct and which count as variants of the same 
pattern. One approach attacks the problem by attempting to deduce a system of 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 for intonation from observed features of F0 contours. After constructing such a 
system, the next step is to compare the usage of F0 patterns which are phonologically distinct. 
The contrasting approach is to begin by identifying intonation patterns which seem to convey the 
same or different nuances. The second step is to construct a phonology which gives the same 
underlying representation to contours with the same meaning, and different representations to 
contours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 The work presented here takes the first approach, in fact, it 
stops at the first step in the first approach.” 



论只考虑以言为行的功能，如询问、命令、警告、许诺等等 (Austin, 1962)。信息结构 
(information structure) 理论只考虑话题、焦点等等 (Büring, 2007; Halliday, 1967)。进一步
考察这些理论的细节还会发现，它们跟语调音系学的做法实际上有一个本质的相通之处，

那就是，跟 Pierrehumbert (1980) 所描述的方法相似，也总是先建立一套独立于意义的基
本语调单元，如 Bolinger 的 ”accents” (Bolinger, 1986, 1989)，Halliday 的 ”tones” (Halliday, 
1967)。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基于一个根本的假设，那就是，语调单元是可以从语音信号里
直接观察到的。或者说，可以直接观察到的韵律模式就是语调基本单元本身，语调研究的

目的不过是确立那些模式是最基本的，以及他们如何跟功能、意义对应。所以，多数重功

能的理论也没有真正做到功能优先。 
 

（三）功能优先的必要性、困难性和可行性  
 

关于语言的一个不争的基本事实是，语言是用来传达交际意义的。所以弄清楚这种

意义传达如何实现应该是语言学的根本目标之一。但是当代语言学对此并不是特别关心。

相反，主流的理论主要致力于解释为什么有些形式被人判断为合语法的，有些被判断为不

合语法的。很少有人想到，语法判断能力很可能是一种派生现象 (epiphenomenon)，而其
原生现象则是意义的传达。如果真是如此，只有弄清楚意义传达的机制，才有可能真正理

解语法现象本身。 

同样，由于韵律传达交际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我们就有必要首先弄清楚韵律

是如何实现传达交际意义的功能的，而不是首先致力于弄清在某个语言里，哪些韵律模式

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但是考察韵律的功能有两大困难。第一，跟音段音位相比，韵

律的功能很难确定。音段音位的主要功能似乎很清楚，就是分词：音位不同，词就不同。

而且音段音位多在文字中有直接反映。所以，在多数情况下，判断音段音位是很容易的 
(当然也有许多例外，见 Chao (1934)。韵律的功能远远不象分词那么清楚，除了标点符
号，很难在书面语言里找到直接的标志。第二，韵律中的功能成分跟表层的语音形式并不

直接对应。两者之间至少有三重分离 (Xu, 2004a)：(1) 目标实施 (target implementation)、
(2) 目标设定 (target assignment)、(3) 平行编码 (parallel encoding)。目标实施指的是实现底
层形式的发音过程。由于这个过程中的种种生理、物理局限，表层形式不可能等同于理想

的底层目标。尤其是在不同的语音环境里，同一发音目标的表层形式会很不一样。目标设

定指的是交际功能与底层发音目标的对应也常常是一对多的，这种非单一对应跟发音机制

并不直接相关，而是随语言而变的。平行编码指的是，由于有多种交际功能需要通过有限

的声学参数来传达，语流中的任何一个时段都同时载带着几种功能的信息。所以，任何时

段的声学模式都不可能直接对应于单一的交际功能。 

这样的多重分离显然给我们寻找功能与形式的对应带来很多困难。但是，这些都是

不可回避的困难，如果不解决，对韵律的认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因为正是这些困难

阻碍了以往许多企图建立完整韵律学理论的努力。换一个角度来看，认清这些困难的来

源，反倒有可能帮助我们找到理解韵律的突破口。从近十几年研究进展来看，一套行之有

效的策略已经逐渐成形。策略之一是先考察低层次的机制，从而弄清第一重分离的原理。

策略之二是从显而易见的功能入手，逐个考察，而不是试图一次就穷尽所有的功能。策略



之三是采用严格控制的实验，而不只是凭非系统的观察。下面将介绍实施这些策略带来的

一些对韵律的新认识。 
 
 

二、  从发音机制和交际功能角度理解韵律  
 

（一）发音机制  
 

从交际功能到表层形式，即语音信号，必然有一个编码过程。这个过程应有一套编

码机制。不清楚这套机制，就无法理解交际功能与表层形式的关系。编码离不开具体的设

备。说话的设备是由神经系统(包括脑和外围神经)、肌肉、以及发音器官的骨骼和软组织
构成的。编码就是操作这些设备的过程。虽然我们目前对这些设备的认识很有限，但至少

不难想像，编码机制跟编码设备的特性有密切的关系。不理解这些特性，就不可能理解编

码的机制。总的说来，我们对语言的外围设备，即发音器官，比对中央设备了解得更多一

些。所以语音学可以为我们认识编码机制提供一个起点。 

图1显示的是发音动作的最基本模式，它不仅适用于声调和语调，也适用于语音的
其他方面，包括音段（Xu & Liu, 2006, 2007)。每个动作都是从发音器官的某个初始状态
开始，然后在给定时段内，即所分配的时间里向一个理想状态不断接近。理想状态就是当

前音的底层标准状态。初始状态来自于前一个动作的结束状态，或者是发音的起始状态。

如果给定时长不够，理想状态就会达不到，如图中所示。这种基本的动作模式很可能不是

语音特有的，而是人或者动物的任何动作的基本模式。从这一点上讲，发音动作其实没什

么特殊之处。不同的只是使用的器官、理想状态的特性、 动作的力度、以及给定的时
长。 

 

图1：发音动作的基本模式。 

图2显示的是建立在发音基本动作模式上的适用于声调和语调的目标接近模型 (Xu 
& Wang, 2001)。跟发音动作基本模式相比，目标接近模型添加了如下成分： 



一、音高目标 (即模型里的 pitch target) 既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 

二、初始状态不仅包含定点状态，还包含从前一动作继承下来的速率 (velocity) 和加速度 
(acceleration)。 

三、音高目标所分配的时间段与音节所分配的时间段等同。 

其中一、二两项其实已经隐含在图1所示的发音动作基本模式里，目标接近模型只是把它
们明确化。 

 

 

  

图2：目标接近(TA)模型。图中的竖线代表音节边界，虚线代表底层音高目标，连续的粗实线代表表层基频曲线

（Xu & Wang, 2001）。 

目标接近模型可以有效地解释连续语言里的基频曲线。图3显示的是北京话里声调
连读的平均基频曲线。在每个图里，只有第二个音节的声调是不一样的，而其他音节的声

调保持不变。我们可以看到，第二音节的终点基频由于声调不同而差别很大，结果第三音

节的起点基频也大不相同。但是，在第三音节里，所有的基频曲线都随时间推移逐渐向一

个直线靠拢 (如箭头所示)。而这个直线的值跟该音节声调的理想特征相符：第一声为高
平，第二声为上升，第四声为下降。所以，图3里的基频曲线跟目标接近模型是一致的。
唯一不太一致的地方是第二音节的声调对第一音节也有所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逆化的，即

第二音节的基频越低，第一音节的基频越高。这种逆化影响的机理还不清楚，有待于今后

进一步研究（初步探讨见 Gandour et al., 1994; Xu, 1997)。 



     a.      b. 

     

      c. 

 
 归一化时间 

图3: 北京话“猫咪／迷／米／蜜 摸／拿／卖猫眯”的平均基频曲线。图中 H、R、L、F 
分别代表第一、二、三、四声。数据来自 Xu (1999)。 

通过目标接近模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实现单个声调的机理，而且可以看出，通过控

制该过程的各个方面就有可能实现多层次的编码。如图4所示，不光是音高目标 (如 [high], 
[rise], [low], [fall])，调域、力度、时长，都可以分别控制。在图4a里，只是音高目标有变
化。在图4b里，第一、二音节的调域被抬高并加宽，第三、四音节的调域被降低并压缩。
但每个音节基频曲线的基本形状跟图4a里仍大体一致。在图4c里，第一、四音节的力度加
强，导致目标实现更加充分；第二、三音节的力度减弱，致使目标实现很不充分。在图4d
里，第一、四音节的时长增加，第二、三音节的时长缩短，其结果跟图4c里加强或减弱力
度的效果相似。在下一节里我们可以看到，图4所显示的所有控制手段都在交际功能的编
码中得到充分应用。 

F 0
 (H

z)
 

 



       a.         b. 
Pitch 
target: [high] [rise] [low] [fall]  [high] [rise] [low] [fall] 

       
Pitch range:   normal         high + wide low + narrow 

       c.         d. 

       
Strength: Strong weak weak strong Duration: Long short short long 

图4：音高目标、调域、力度和时长对表层基频曲线的影响。图像生成于 

http://www.phon.ucl.ac.uk/home/yi/qTA/ 

 
（二）交际功能及其编码  
 

前面已经谈到，从功能的角度来看，说话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语法是正确的

（除非是应付口语考试)，而是要转达各种信息。这些信息也并不只是局限于词义和由句
法结构体现的命题意义(propositional meaning)，还包括很多其他层次的意义。这些意义可
以统称为交际功能。其中跟基频有关的就由多重功能，包括： 

1. 分词 (Lexical contrast) 
2. 焦点 (Focus) 
3. 句型 (sentence type) 
4. 话题／话轮 (Topic／turn taking) 
5. 分界／组合 (Demarcation／grouping) 
6. 情感／态度 (Emotion／Attitude) 

基本上是一维的基频怎么能参与转达这么多层次的功能呢？图4已经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初步的线索。从那里我们看到，目标接近模型的各个控制参数都可以分别调节，而且

每种调节对基频曲线都有明显的影响。所以每个交际功能都有可能用某个或某套目标接近

模型参数来编码。图5是“平行编码及目标接近模型” (Parallel Encoding and Target 
Approximation model)，简称 PENTA，用来模拟从交际功能到表层语音的编码流程 (Xu, 
2004b, 2005)。图左的多个小方框代表的是各个具体的交际功能，它们每个都有一个对应



的编码模式。每个模式是由一套参数构成。这些参数控制图2里显示的目标接近模型 
(Target Approximation)。该模型象图4显示的那样通过调节各个音高目标来生成表层的基
频曲线。下面的讨论说明分词、焦点、句型、话题、分界／组合以及情感、态度和语气如

何通过目标接近实现语音编码。 

 
图5：平行编码及目标接近模型 (Parallel Encoding and Target Approximation model — PENTA, Xu, 

2004b, 2005) 

 
分词  (Lexical contrast) 

 
词是语义和语音的综合体，也是语音和语义的联结点。分词就是将不同的词区分开

来。这是语音的最基本功能之一。分词的手段非常多：元音、辅音、声调、发声型、词重

音、时长，等等。这其中元音和辅音大概是世界上所有语言都用的。声调、发声型、词重

音、时长都只是一部分语言使用。以声调为例，在汉语这样的声调语言里，声调的不同可

以使一个声、韵母都相同的音节代表不同的语素。在北京话里，一个音节可能有五个不同

的声调：阴、阳、上、去、轻。早期的研究就已经发现每个声调在单念时都有特定的音高

模式 (白涤洲，1934；赵元任，1922)。这些模式的独特性足以使它们在感知上有效地相互
区别开来 (Gandour, 1983)。不过在连续语流里，如图3所示，声调的基频曲线会大大偏离
单念的形式。但是正如目标接近模型所模拟的，尽管有这些偏离，到了每个音节尾部，基

频曲线会接近或达到理想的目标。从感知试验的结果上看，声调的这种实现方式是有效

的。即使在连续语流中的声调识别率也可以接近90% (Prom-on, Xu & Thipakorn, 2009)。在
最近的神经网络模拟实验中发现，一旦把表层基频曲线转换成速率曲线(velocity profile)，
一个无监督学习系统 (unsupervised learning system) 就可以通过处理这些曲线自动学会识别
连续语流中的声调 (Gauthier et al., 2007a, 2007b)。  

再来看词重音。在英语里，象 subject, contract 这样的词，当第一个音节重读时是
名词，第二个音节重读时是动词。早在1958年，Fry 就通过感知实验发现这样的动、名词
之分可以靠基频、时长和音强来辨别，但是辨别效果最好的是基频。2 只要两音节的基频
                                                

2 Fry (1958) 的发现常常被误解为是关于句重音（即焦点）或一般重音 (prominence) 的感
知。实际上在他的实验里，受试只是判断听到的是动词还是名词，并没有作重音的判断。 



之差为5 Hz，感知上便没有任何混淆。这跟我们考察英语里实际的基频曲线时得出得结论
是一致的 (Xu & Xu 2005)，也就是，英语里非焦点处的轻、重音节之间的基频之差很虽然
很小，但总是存在。所以从功能的角度来看，这些起伏虽然很小，却载带着清晰的分词信

息，因为它们的幅度已足以区别象 'subject/sub'ject 这样的名词和动词。以往的很多理论认
为焦点后的基频曲线完全是平的，因为能从基频曲线上直接看到的上下起伏是很小的 
(Bolinger, 1986; Pierrehumbert, 1980)。所以，脱离功能的观察会导致对表层形式里重要细
节的忽视。 

如果对功能和发音同时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编码机制里更多的细节。例如，在最近

的研究里我们发现，从目标接近模型的角度看，英语象汉语一样每一个音节都有一个音高

目标，但这个目标会随音节在词里的位置、句中焦点的位置以及句型而变 (Liu & Xu, 2007; 
Xu & Xu, 2005)。这样看英语和汉语在语调上的差别比一般认为的要小。但跟汉语不同的
是，英语音节的音高目标不是完全由分词功能，即词重音决定的。这在下面会进一步讨

论。 
还有一个跟词重音有关的问题也是从功能的角度更容易看清。那就是，有分词功能

的词重音只在某些语言里有，如英语、德语、俄语。另外有许多语言不用重音分词，如法

语、朝鲜语、波兰语。从分词角度上看，北京话里的轻声也相当于词重音 (Chen & Xu, 
2006)。在不用重音分词的语言里，也常常可以观察到一些貌似词重音的语音现象。人们
往往把它跟词重音相提并论，并试图找到一种跨越不同语言的、以形式为定义的抽象的重

音(prominence)。从功能的角度看，这种抽象的重音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不同功能的编码
必须是不一样的，不然它们就会相互混淆。这在下面关于焦点的讨论里可以清楚地看到。 
 
焦点  (Focus) 

 
我们说一句话，有可能特别强调其中某一部分。这种强调现在一般叫做焦点 

(focus)。例如在“是我请客”这个句子里，强调的是“我”。在这里强调的手段是用
“是 ... (的)”这种句型。但是也可以说“我请客”，只是在语气上额外加重“我”。所以
焦点既可以用句法也可以用语音来实现。那么语音上如何实现焦点呢？以往的研究发现，

音高变化是焦点的主要特征之一。可是在汉语里，音高已经用于声调，怎么能又用来表现

焦点呢？在图4b里我们已经看到，在音高目标基本不变的条件下，调域是可以作调整的。
根据系统实验的发现 (Xu, 1999; Liu & Xu, 2005)，在北京话里，跟焦点有关的调域控制分
三个区域：焦点前、焦点处、焦点后。焦点前的调域不变，也就是跟没有焦点的句子相

似，焦点处的调域加宽，焦点后的调域降低并压缩。图6显示的是一个全是阴平字构成的
句子如何通过三区段调域调整实现焦点。 



     
     归一化时间 

图6: 北京话“猫咪/米摸猫眯”四种焦点的平均基频曲线。数据来自Xu (1999)。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英语里焦点的实现方式跟汉语的很相像，也用三区段调域调

整，而且这些调整并不抵消词重音对音高影响，就跟北京话里焦点并不抵消声调对音高的

影响一样(Xu & Xu, 2005)。但英语有一点跟北京话不同的是，焦点处的词如果最后一个音
节是重读，该音节的音高目标会由 [high] 变成 [fall]。这种从功能角度看英语语调的观点
跟当前流行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按照流行的语调音系学或AM理论，词重音只是在载带 
pitch accent 时才会有音高上的表现。但正如在前面提到过的，他们确定 pitch accent 的出
现与否完全取决于基频曲线有无一目了然的运动 (Pierrehumbert, 1980)。由于焦点后的基
频运动幅度很小，于是就认定不值得考虑 (Beckman & Pierrehumbert, 1986)。所以，完全
从形式出发，有可能连形式本身的描述都会不准确。因为描述必然要抽象，抽象就免不了

取舍。只有考虑了功能之后才能知道那些哪些该取哪些该舍。 

从其他许多研究的报告来看，焦点的三区段调域调整的编码方式也存在于别的语言

里，包括希腊语、瑞典语、德语、日语、朝鲜语、芬兰语。但是最新的一些研究发现，并

不是所有语言都用三段式的焦点编码，很多语言都缺乏其中的焦点后调域压缩 (PFC)。有
趣的是，虽然同属于汉语，台湾的闽南话，香港的广东话都没有 PFC (Chen, Xu & Wang, 
2009)。尤其令人惊讶的是，跟闽南话一样，台湾国语也没有 PFC (Chen et al., 2009)。根
据 Zerbian, Genzel & Kügler (2010) 的总结，许多非洲语言很可能也没有 PFC。更重要的
是，从目前的文献来看，PFC 只存在于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的许多语言以及中国的北
方话。这就引出一种可能性，即 PFC 只有一个单一的历史起源，其后通过语言接触逐步
传播，到目前为止只扩散到世界上的一部分语言里 (Chen et al., 2009; Xu, Chen & Wang, 
forthcoming)。还有一种更为极端的可能，那就是 PFC 完全是继承的，并无传播。当然这
些假说都必须通过大规模的，跨语言的实验研究才能得以核实。 
 
句型 (sentence type)：疑问／陈述之别 

 
区别陈述句与疑问句历来被认为是韵律和语调的主要功能之一，有时甚至被作为语

调的代名词。很早的研究就注意到，陈述句多以低调结束，疑问句多以高调结束。正因为

如此，大多数对这种句型语调的研究只关注句尾的语音表现。这种做法在韵律音系学里发

展到了极端。它假定句尾基频的高低之分来自于两个不同的边界调 (boundary tone)：%H 
和 L% (Pierrehumbert, 1980; Pierrehumber & Hirschberg, 1990)。但是其他研究早就注意到



疑问、陈述之差并不局限于句尾。Thorsen (1980) 通过切音感知实验发现，在丹麦语里，
陈述、疑问之差从句中第一个重读词就开始了。O'Shaughnessy & Allen (1983) 和 Eady & 
Cooper (1986) 发现，在英语里，从焦点开始，每个重读词的基频都随陈述、疑问而变。
我们也同样在北京话里看到类似的现象 (Liu & Xu, 2005)，见图7。但是通过更详尽的分析
发现，疑问和陈述的音高差别从焦点开始到句尾以双指数形式加速增大。所以，虽然句尾

的音高模式受句型影响最大，疑问、陈述之差的语音编码不是只局限于句尾。同时，加速

度式的音高差别又能解释为什么早期的研究只注意到句尾的基频变化。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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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北京话陈述、疑问句的平均基频曲线。(a)、(b): “张威担心肖英开车发晕”, (c): 

“王梅怀疑刘宁划船着迷”，(d):“叶亮害怕赵丽睡觉做梦”。 在(a)、
(b)里各自有两种不同的焦点，在(c)、(d)里焦点均为中性。数据来自 Liu & Xu (2005)。 

Liu & Xu (2005) 所发现的双指数型音高变化还进一步表明，陈述、疑问之差不仅
来自于疑问句语调的加速上升，而且还来自于陈述句语调的加速下降。这种加速下降可以

解释早已报道过的句尾下降 (final lowering, Liberman and Pierrehumbert, 1984)，但不是象
早期所说的是基于生理机制，而是源于功能性编码。 

跟北京话相比，英语里的句型编码有更进一步的复杂性。O'Shaughnessy (1979) 和 
Eady & Cooper (1986) 都注意到，在美国英语里，疑问句不仅句尾基频抬高，而且处于焦
点处的词的基频呈上升状。Liu & Xu (2007) 通过更系统的研究发现，英语疑问句里每一
个重读音节的基频都呈上升状，随后的非重读音节跟随抬高。而且焦点后的基频大大抬

高，但调域显著压缩，如图8所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语调理论大都把这些模式
理解为各自独立的现象。尤其是语调音系学的处理最为系统，把焦点处基频曲线定为核心

调 (H* 或 L*)，把句尾的基频模式归结于边界调 (H% 或 L%)，把焦点到句尾之间的基频
归结于短语调 (phrase tone)，把疑问句尾基频的进一步升高归结为一个叫做 upstep 的语音

F 0
 (H

z)
 

 



实施规则。Pierrehumbert & Hirschberg (1990) 则更进一步试图为每一个成分找到具体的意
义。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实验证明这些成分可以单独运作。相反，系统的实验一再

发现，只要句型和焦点已定，说话人总是相当一致地使用上面所说的所有的句型标记。这

说明，疑问、陈述之差才是实际的功能之别，也就是实际的音系之别，而所有具体的韵律

标记都不过是句型编码的组成成分。 

 
     归一化时间 

图8：美国英语陈述、疑问句的平均基频曲线。S = 陈述, Q = 疑问, “/”之后的词为焦点所在。数据来自 

Liu & Xu (2007)。 

最新的一些研究发现，跟焦点一样，上面所描述的通过加速抬高基频来表达疑问并

不是普遍用于世界各语言的。在非洲中部的一群语言里，疑问句是靠句尾音节加长，气

声，以及抬高整句的基频来标志的 (Rialland, 2009)。听觉上这些标志一点也不象其他许多
语言里的疑问句。有趣的是，这些语言都集中于一个地理区域，互相之间有各种各样紧密

的联系。所以，跟焦点一样，疑问句的编码模式也很可能各自有单一的历史起源。而且从

编码模式的地理分布来看，这些起源要比焦点起源的历史更为远久。 
 
话题  (Topic) 

 
话题指的是当前讨论的议题，它是信息结构 (information structure) 理论的主要组成

部分之一 (Büring, 2007; Halliday, 1967)。韵律对话题的表现，主要是显示当前的议题是新
的还是旧的。多项研究发现，一段话的第一个句子，也就是载带新话题的句子，往往基频

较高，调域较宽 (Lehiste, 1975; Nakajima & Allen, 1993; Sluijter & Terken, 1993; Terken, 
1984; Tseng, et. al., 2005; Umeda, 1982)。以往有关话题的理论，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一是对比话题 (contrastive topic) 是否有特定韵律特征，二是话题的新旧 (newness) 是否取
决于单词在语境中的新旧。Wang & Xu (2006) 发现，话题和焦点的表现可以清楚地分
开。在句首的焦点不仅加宽焦点处的调域，而且还压缩并降低焦点后的调域。新话题只是

提高句首的调域，并不改变焦点后的调域。由此可见，所谓对比话题的韵律表现很可能跟

焦点有关，而不一定是话题本身的表现。当然这还需要今后通过专门的实验进一步探讨。



Wang & Xu (2006) 还发现，一旦话题和焦点的条件同时得到控制，一个词是否在前文里
已经出现过并没有基频上的差别，只是已出现过的词时长略短。这表明，新话题带来的句

首调域抬高并不是由于某个词在语境中是刚出现的。Wang & Xu (2006) 还发现，句首的
基频渐降 (declination) 相当一部分来自于由声调中[低]的成分造成的降阶 (downstep)，其
降幅不小于由句首焦点带来的降幅。所以，任何一个单一成分的渐降模型，如 Cohen, 
Collier & 't Hart, (1982), Liberman & Pierrehumbert (1984), Shih (2000)，都没有指出基频下
降趋势的全部来源。 

 

分界／组合 (Demarcation／grouping) 
 
在当前流行的语调音韵学 (intonational phonology) 里一个重要的观念是，韵律结构

比句法结构要简单，因此很多复杂的句法结构没有韵律单元与之相对应 (Ladd, 2008; 
Selkirk, 1984)。我们先抛开句法为什么要跟韵律对应这个基本的问题，这种认识的一个关
键的前提是，语调韵律学里的韵律单元都是由音高模式代表的 (Pierrehumbert, 1980)。在
本章一开头就说到，韵律的语音特征并不限于基频，而是涉及所有非音段的因素，包括音

高、时长、音强、频谱和嗓音型。Wagner (2005) 通过实验考察了句法中多种递归结构的
韵律特征，结果发现诸如 “A and B and C” 和 “(A or B) and C” 这样多层递归的结构都有韵
律表现，但是表现的方式是时长而不是基频：边界强度 (boundary strength) 高的地方时长
就长，反之亦然。其实这种跟边界强度相关的时长变化早已有报道 (Klatt, 1975; Lehiste, 
1973; Oller, 1973; Turk & Shattuck-Hufnagel, 2000; Wightman et al., 1992)。Xu & Wang 
(2009) 考察了北京话里跟分界、组合相关的声学特征，发现在二、三、四字词或词组里，
处于边界的音节长，靠中间的音节短。该研究还发现，声调基频模式的变化跟音节时长的

变化完全一致，较长音节里的基频起伏幅度大于较短音节，如图9所示。但是这种变化可
以由图4d所示的发音机制解释。同时，Xu & Wang (2009) 还发现全阴平词里的基频完全
不随音节长度变化。所以，跟英语相似，北京话里在词和短语层次的组合、分界完全是靠

时长而不是基频来标记的。 

Xu (2008, 2009) 进一步提出，由于更大的边界，如句子、段落，常常伴有停顿，边
界处音节和停顿的长度相加后就成为 Inter Onset Interval (IOI)。IOI 实际上是相邻音节之
间的时间距离，而所谓边界实际上是单元之间的关系距离。所以，从编码角度看，IOI 是
作为疏密标记 (affinity index) 而起作用的。 



      
 平均时间 (秒) 

图9：北京话一、二、三、四字词在句中的平均基频曲线。图左从上至下：南、云南、云南人、云南人民，图右

：用、外用、外用药、外用药量。数据来自 Xu & Wang (2009)。 

 

语气、态度、情感  (Tone of voice, Attitude and Emotion) 
 
现在一种普遍的看法是韵律、语调主要是用来表达语气、态度和情感的。许多韵律

和情感的理论因此力图找到直接对应于情感的语调模式，但至今没有明确的结论 
(Bolinger, 1989; Gussenhoven, 2002; Halliday, 1985; Kohler, 2005; Mozziconacci, 2002; 
Pierrehumbert & Hirschberg, 1990)。最新的一些研究采用了不同于传统的思路。
Chuenwattanapranithi et al. (2008) 发现，体积码 (size code) 的假说有助于发现区别喜、怒
的区别特征。该假说源于Morton (1977) 对哺乳和禽类动物鸣叫的研究。他发现，与进攻
性行为相伴的鸣叫基频偏低，音质粗糙，与恐惧、顺从行为相伴的鸣叫基频偏高，音质柔

润。他的假设是，前者是为了显得体积庞大，以吓退听者，后者是为了显得体积娇小，以

吸引听者。Ohala (1984)将该假设推广至人类。他提出，改变声道长度亦可达到相同效
果，比如微笑时嘴角后拉就是为了缩短声道。Chuenwattanapranithi et al. (2008) 请泰国的
受试听一套由三维发音合成器 (articulatory synthesizer, Birkholz, Jackèl & Kröger, 2006) 生
成的泰语单元音。正如体积码的预测，用较长声道和较低基频合成的元音被判断为来自块

头大的人，并且听起来象生气。而用较短声道和较高基频合成的元音被判断为来自块头较

小的人，并且听起来象高兴。后来又有一系列实验，让受试听通过声学修改的自然单词和

句子，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Xu & Kelly, 2010; Xu, Kelly & Smillie, forthcoming)。这些实验
告诉我们，情感、态度、语气很可能自有一套编码，而且是凌驾在其他韵律成分之上，而

不是取而代之的。这样就完全符合PENTA模型里平行编码的假设。当然，这一全新方式
的情感研究刚刚开始，还需今后大量的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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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功能编码小结  
 

以上对功能编码的讨论远远没有涵盖韵律的全部，但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跟传统思维

很不一样的思路。首先，从功能角度看，分词只是无数交际功能中的一个，其他功能也一

样重要。所以，以往认为音段音位是语音的核心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我们对语言的深入理

解。第二，韵律并不只是语调，语调也不只是局限于某几种。所以，信息结构 
(information structure) 理论、句尾语调 (sentence final intonation) 理论、言语行为 (speech 
act) 理论、语气 (tone of voice) 理论、节奏 (speech rhythm) 理论，等等，都各自只涉及了
韵律的一小部分，不可能是全面的韵律理论。第三，从功能的角度来看，每个功能都是独

立、自成一体的，有自己的一套内部机制。功能之间没有管辖关系，也没必要有一个大一

统的韵律层级结构 (hierarchical structure)。由于韵律编码的语音手段有限，各功能之间免
不了有竞争和相互影响。其结果是各自形成一套独特的编码机制：分词主要靠局部发音目

标，焦点靠三段式调域调节，话题靠调节句首调域，句型靠调节句子后部的调域，分界、

组合靠调节时长，情感、态度、语气靠调节全局的基频、频谱、嗓音型、速率以及音强。

最后，如果某一假设的功能完全没有独特的编码标记，不管该功能以往被描述得多么有道

理，它的存在与否应该重新考虑。 
 
 

三、韵律研究对音段研究的贡献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声调的研究发现声调发音的基本机制是在给定时段内向

理想目标过渡，而对这个机制各个方面的控制可以用于多种韵律功能的编码。所以声调的

研究深化了语调和韵律的研究。但是声调发音机制的发现还有助于我们对许多音段问题的

理解。下面只从两个方面略加介绍。 
 

（一）对音节和协同发音的新认识  
 

前面刚讲到，分词功能的主要编码手段是规定局部发音目标，其中包括元音、辅音

和声调，所以声调和音段的发音机制应该有相通之处。由此推知， 二/（一）节里讨论的
目标接近 (TA) 模型也因该适用于音段。但问题是，音段的具体目标是什么，对应的时间
段又是什么？Xu & Liu (2006, 2007) 从北京话和英语里的滑音 [w, j, ®] 入手探讨了这个问
题。该研究利用近年发现的基频转折点与音段之间精确的时间对应 (Arvaniti, Ladd & 
Mennen, 1998; Ladd et al., 1999; Xu, 1998, 1999, 2001; Xu & Xu, 2005)，以基频转折点为时
间参照，以鼻辅音为频谱参照，考察滑音跟鼻辅音相对应的时间段应该是什么。结果发

现，滑音里相当于鼻辅音起始点的位置大大早于滑音里共振峰最极端之处。以图10为例，
10b里第二共振峰最低之处往往被认为是 [w] 的起点。但根据基频转折点 (竖实线处) 与10a



里鼻辅音的对应，[w] 的起点应为竖虚线处。但这一点正处于第二共振峰从前边的 [aI] 向
后边的 [w] 的过渡之中。根据目标接近模型，向一个音的理想目标接近的过程，就是这个
音的发音过程。所以 [w] 应该是从第二共振峰的高转折点开始，到低转折点结束。如果继
续这样推论，[n] 也应该是从第二共振峰的高转折点，而不是从鼻音共振峰出现处开始。
更进一步来看，早已有证据表明，朝向下一音节里起首元音的发音动作，是从上一音节的

最后音渡时开始的 (Öhman, 1966)。由此，第二音节里的元音 [a] 也应该从那里开始。也就
是说，后音渡并不是来自于逆向协同发音 (anticipatory coarticulation)，而是本身就是下一
音节里元、辅音的共同起点。 

   

a)

    

       

b)

     

图10：以基频转折点（竖实线）为时间参照决定滑音的起点。 a) 白马，b) 百瓦。 数据来自 Xu & Liu 

(2006)。 

基于这个新的思路，Xu & Liu (2006) 提出了音节时间结构模型 (time structure model 
of the syllable)，如图11所示。根据这个模型，在音节起始处辅音、元音、声调以及发声型
同时开始向各自的目标接近。声调和发声型用整个音节完成目标接近动作，辅音在音节前

半就完成发音，元音在没有韵尾辅音时用全部音节，在有韵尾辅音时则提前结束。按照该

模型里的定义，一个音的时段，就是发音动作朝向其目标渐进的时段。一旦发音动作开始

转向下一个目标，当前音便已结束，后一音便已开始。按此定义，不存在任何顺向协同发

音，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逆向协同发音，只有起首辅音跟元音的前半部是同时协同发

音。这样一来，协同发音的范围就大大减小。传统上，协同发音是用音与音之间的相互影

响来定义的 (Kühnert & Nolan, 1999)。因为需要解释的正是音与音之间的相互影响，所以
传统的定义是循环性的，没有解释力。因此，对音节机制的深入理解，导致了对协同发音

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新见解。 



 
图11：音节时间结构模型（Xu & Liu, 2006） 

音节时间结构模型不仅给了音节新的定义，而且解释了为什么 CV 结构比 VC 结构更为普
遍。这是因为元、辅音在音节前部是同时发音，而在音节后部是顺序发音的，即收尾辅音

必须在元音动作结束之后才能开始 (见图11)。由于时间压力的缘故，CV 自然要比 VC 容
易实现。更有意义的是，由于音节时间结构模型解决了协同发音这个难题，音段和韵律可

以统一于同样的发音机制。 
 
（二）弱化和缩读的机制  
 

我们在前面讨论分界和组合的韵律标记时谈到 (见 二/（二）)，在词和词组层次上
的基频模式变化可以由时长变化跟发音速度极限的交互作用来解释。该原理也可以用来解

释音段里至今难解的弱化 (reduction) 和缩读 (contraction) 现象 (Johnson, 2004; Kohler, 1990; 
Myers & Li, 2009; Tseng et al., 2005)。Cheng & Xu (2009) 考察了台湾国语里的缩读现象。
在台湾国语里，多音节词常常被缩读为单音节。如把“知道”说成“赵”，把“这样”说

成“降”，把“不知到”说成“抱”。跟以往直接考察自然语言的方法不同，该实验让受

试在实验室里念事先编好的句子，其中对各种可能的因素都严加控制，而且关键词都是无

意义的。结果发现，尽管是在实验室条件下念含无意义词的句子，只要语速较快，缩读现

象就频繁出现。进一步的声学分析表明，只要音段的缩短超过一定域限 (双音节 < 200 
ms)，缩读就会发生。由此看来，词频、力度、语境等这些通常被认为的重要因素很可能
都是间接因素。也就是说，它们导致的缩读，是通过时间压力这个直接因素起作用的。当

然这只是初步结果，还有待于今后更大量实验的进一步验证。 
 
 

四、韵律研究跟其他语言学领域的关系  
 
 
韵律跟语言学许多其他领域都有密切的关系。上面介绍的有关韵律的新发现引出了

一些新的可能性。由于篇幅有限，下面只从三个方面简略讨论。 
 



（一）焦点的韵律编码跟句法结构的关系  
 

英语、汉语以及其他用 PFC 编码焦点的语言里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句末焦点对
调域的扩展远远小于非句末焦点 (Eady & Cooper, 1986; Xu, 1999; Xu & Xu, 2005)，而且句
末焦点不可能有 PFC。结果，句末焦点的识别率大大低于非句末焦点 (Botinis, Fourakis & 
Gawronska, 1999; Chen et al., 2009; Liu & Xu, 2005)。这一现象有可能是一些句法结构的历
史来源。例如英语、汉语里的强调句型都是把被强调成分挪到靠近句首的位置，而那样正

好可以充分实现焦点后的调域压缩，从而保证焦点的识别。同样，在汉语里特殊疑问词一

般是焦点所在。而英语里的特殊疑问句里则把疑问词挪到句首，也就是实现焦点的有效位

置。这种韵律影响句法的可能性，跟冯胜利提倡的韵律句法学所探索的机制有相似之处

（冯，2000)。 
 

（二）韵律为什么要跟句法对应？  
 

在 二/（二）节“分界／组合”里我们谈到了句法里的递归结构在韵律上有明确的
表现。虽然这是很重要的发现，但是它还引出一个很少有人问的问题，即，为什么韵律跟

句法要对应？从形式优先的角度看，这种对应是不言而喻的（Beckman, 1996; Selkirk, 
1984)。从功能优先的角度看，这种对应就有些费解了。在多数情况下句法结构通过词、
句的构成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在韵律还要有表现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语言转达信息

的基本策略是高冗余度的重复编码。也就是说，同一信息用多种方式编码，以保证信息的

准确传递。这种重复编码可以是在领域内的，对此语音学研究已有大量证据 (Lisker, 1986; 
Stevens, 2003)，也可以是跨领域的，但对此现在少有讨论，因为几乎没人从这个角度考虑
问题。随着功能优先的重要性得到越来越多的认识，对跨领域重复编码的研究也应该大力

展开。这一新的研究方向很可能会大大深化我们对语言的理解。 
 

（三）韵律焦点的跨语言差别与其他语言学领域的关系  
 

在 二/（二）节“焦点”里我们谈到了焦点韵律编码跨语言的差别。这个新发现，
不仅有语音学上的意义，而且对句法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

都可能会有影响。在句法学上，如果前面刚讲到的焦点韵律导致句法结构变化是事实，那

么一个语言是否有焦点后压缩 (PFC) 也可能影响它的句法结构。对语用学和语义学来说，
焦点本来就是一个重要概念 (Pierrehumbert & Hirschberg, 1990; Rooth, 1992)。但是到目前
为止的理论探讨大都是建立在概念推论之上的，极少有引用系统实验的发现，或直接通过

实验验证其理论。所以这方面将来大有文章可做。对历史语言学来说，PFC 的跨语言分
布很可能为我们提供研究语言演化和语言分类的一个新的工具  (Xu, Chen & Wang, 
forthcoming)。 

 
 

 



 
五、 结语 

 
 
语言是用来交流信息的，语言里的信息是通过语言设施，即神经系统和发音器官来

编码的，所以弄清交际功能如何通过语言设施编码应该是理解语言的关键。以往的语言学

理论很少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而是多致力于描述、解释直接观察到的种种语言现象，包

括直观的语法判断 (grammaticality judgment)。很少有人指出，具体的语言现象很可能是功
能编码过程的衍生物，所以只有理解了功能编码的机制，才可能真正理解这些语言现象。

本章讨论的韵律研究正是从这个角度入手，先以声调的分词功能为起点，发现其借助发音

器官编码的基本机制。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声调编码的机制可以延伸到语调和音段。另一

方面，从功能角度研究韵律，发现多重交际功能可以各自用独特的编码方式同时编码，而

且它们相互独立，之间并无管辖关系。有关韵律功能编码的发现还可能有助于理解其他语

言学领域里的许多问题，如焦点的本质、韵律跟句法的对应、以及跨语言的韵律差别跟历

史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关系。 
 
韵律研究的方法对其他语言学领域也可以有所启发。首先，从功能编码入手的策略

也应适用于其他领域。当然在其他层次上编码的主要设施不是发音器官，而是中央神经系

统，即大脑。许多功能的编码很可能受到大脑的各种特性的制约，例如短时记忆的容量 
(见陆丙甫的初步探讨：陆，1983)。从探索神经系统的编码机制入手，有可能作出意想不
到的发现。第二，本章讨论的韵律方面的理论发展都是基于严格控制的实验研究，并且不

断受到新实验结果的检验。近期进一步发展到由理论引出量化的预测式模型，可以产生能

用自然语言直接检验的表层形式 (Prom-on et al., 2009; Xu & Prom-on, 2010)。这一套实证
性的研究方法也应该适用于其他语言学领域。可以想像，在不久的未来，句法学、语义

学、语用学也会象语音学一样逐步变成全面的实证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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